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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能否提升政府效率？
———理论机制和实证证据

聂爱云，潘孝虎
（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江西 南昌 ３３００２２）

摘要：该文通过构建数字经济影响政府效率的分析框架，基于 ２８０ 个城市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年面板数据并综合

运用 ＤＥＡ⁃Ｔｏｂｉｔ 模型与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探讨数字经济对政府效率的影响机制及其效应． 研究发现：数
字经济能显著提升政府效率，数字经济通过促进人才集聚、资本聚集和提高创新水平 ３ 条路径显著提高

了政府效率；同时，数字经济对政府效率的促进作用呈现中部高、西部低的特点，且对高政府效率城市提

振效果更为显著． 这些结论为更好地理解数字经济时代政府效率的提升路径提供了重要视角和实证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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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全球数字化

趋势加剧；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中国数字经济

发展报告（２０２２）》 显示：数字经济占 ＧＤＰ 比例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２１． ６％提升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３９. ８％ ． 同时，数
字经济的影响已从经济领域扩散到政治、文化、社
会各领域．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为中国经济高

质量提供了强劲动力，而且为政府治理带来重要机

遇与挑战．
作为公共治理的主体，政府面临如何在公平与

效率之间平衡的问题，因此学术界对政府效率的探

讨从未停歇． 传统公共行政将效率作为基本目标，
并视为“基本的善”；新公共行政学更多关注社会公

平；新公共管理则重新将效率作为公共行政的重要

追求． 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行政再到新公共管

理，“效率”还是“公平”的偏好一直处于“摆锤”式

运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治理理论兴起并发展，追求

“善治”逐渐成为学术界与各国政府共识． 作为“善
治”的核心要素之一，政府效率仍是衡量各国治理

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数字经济时代在深入推进中

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

进程中的重大问题． 当前，数字经济的影响已从经

济领域扩散到政府治理各领域，成为提高政府效

率、建设人民满意服务型政府的重要驱动． 因此，探
讨数字经济发展究竟会对政府效率产生怎样的影

响、影响机制如何等问题对于推动中国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具有

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于政府效率，现有文献一方面聚焦于政府效

率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测度［１⁃２］，另一方面关注政府

具体职能领域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３⁃４］ ． 随着数字

经济的兴起和发展，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和政府治



理的影响逐渐受到关注． 研究发现：作为一种新型

经济形态，数字经济能够推动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显著提升中国经济绩效和全要素效率［５］ ． 但在数字

经济背景下，一方面政府治理的传统制度框架将会

受到挑战，对传统治理模式的路径依赖可能使政府

治理陷入困境［６］，导致政府效率损失． 从这个角度

看，数字经济将驱动政府治理变革，以适应数字经

济发展从而实现政府效率改善；另一方面，数字经

济的飞速发展又促进技术赋能，为公共部门带来新

的治理模式，助力政府治理革新和治理现代化，进
而有效优化政府效率． 特别是政府部门数字技术的

广泛使用，能够降低治理成本，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和水平［７］，显著改善政府机构效率和生产力． 同时，
数字经济还有助于强化社会治理机制，实现社会治

理水平提升．
现有文献虽然就数字经济对政府治理的影响

进行了一定探索，但深入研究数字经济对政府效率

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理的文献仍显匮乏，并未在 ２
者之间架起“桥梁”，揭示 ２ 者之间的内在逻辑． 数
字经济发展并非自发地促进政府效率提升，只有进

一步明确数字经济对政府效率的影响机制，才能充

分理解并发挥数字经济对政府效率的改善作用．
本文旨在揭示数字经济繁荣与中国地方政府

效率动态变迁间的影响关系和内在机制，并进一步

探索其影响的地区及城市差异． 相较已有文献，本
文可能的贡献在于：１）借鉴现有研究，测度了城市

层面的政府效率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从静态和

动态视角分析了政府效率的时空分布，为 ２ 者间关

系的探讨提供了更微观的研究尺度；２）从理论机制

和实证 ２ 个层面考察数字经济与政府效率间的影响

效应与作用路径，从人才聚集、资本聚集与创新效

应 ３ 个方面分析了数字经济对政府效率的影响机

制，揭示了提升政府效率的可行路径；３）从数字经

济的视角丰富了关于政府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内

容，为在数字化背景下实现政府效率改善提供了新

的思路．

１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１． １　 数字经济与政府效率

有效的治理依赖于政府内外环境间的高度匹

配． 当前数字经济的繁荣与政府治理间形成了内在

张力［８］，数字经济以数据的快速流通为优势，极大

提高了整体社会效率，必然也对政府效率和公共服

务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无法回应数字经济发展诉

求的政府将被高效率的数字社会所抛弃． 外部治理

压力“倒逼”政府优化结构，提高自身效率以回应社

会诉求． 同时，“倒逼”机制背后还隐含着政府主动

调整自身的逻辑．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政府也有主

动适应环境、改善自身效率以维持经济社会环境稳

定的内在需求与动力，对数字经济业态自我适应的

机制被称为适应机制． 最后，在数字经济下的技术

赋能产生了一系列新经济业态进而提高了社会整

体资源配置效率，也降低了在传统公共管理中由于

信息不完全等因素而导致的高成本［９］，推动政府数

字化转型从而改善了政府投入产出关系． 大数据技

术应用实现了政府公共服务精准供给［６］，促进政府

投入规模优化，政府纯技术效率与政府规模效率同

步提升．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１　 数字经济能促进政府效率提升．
（ａ）数字经济能促进政府纯技术效率提升．
（ｂ）数字经济能促进政府规模效率提升．

１． ２　 数字经济、人才聚集与政府效率

数字经济对于区域间劳动力流动起到至关重

要作用． 数字经济代表当前技术进步，必然引致技

术型产业规模的扩大进而劳动力需求增长． 研究发

现：宽带互联网应用与高水平人才间存在互补效

应，互联网应用将促进人才就业提升［１０］，在供需关

系调节下，高水平劳动力必然会流向数字经济发达

地区，引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占优势地区的人才聚

集效应更为明显，促进该地劳动力资源充分配置从

而显著改善地方政府治理效率［１１］ ． 此外，数字经济

发展会扩大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增加人力资本投

入，从而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１２］ ． 劳动要素充分

配置、结构优化和生产率提高将促进政府效率改

善． 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２　 数字经济通过人才聚集提升政府效率．

１． ３　 数字经济、资本聚集与政府效率

数字经济和 ＩＣＴ 技术发展是相辅相成、双向促

进的． 随 ＩＣＴ 技术发展，人们会偏向使用数字化产品

和服务，这种偏好变化会导致资本替代出现，使资

本投向数字化领域比例增加［１３］ ． 数字经济发展带来

更多的经济红利，资本天然的逐利性将促使资本更

多地流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１４］ ． 因此，
数字经济发展将吸引资本投入规模扩大，使得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区域对资本吸引也越强，这导

０７２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２３ 年



致资本聚集效应． 而资本聚集在扩大政府财税规

模、增加地方政府资本所有量从而增强政府财政能

力［１１］和缓解政府社保负担从而优化政府财政支出

结构［１５］方面都有积极作用，最终促进政府效率提

升．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３　 数字经济通过资本聚集提升政府效率．

１． ４　 数字经济、城市创新与政府效率

数字经济本质是对既有经济业态的创新并为

创新提供动力． 数字经济发展意味着信息技术和互

联网广泛应用，互联网作为技术革命的产物，对其

全面应用将主动和倒逼地区创新效率提升［１６］ ． 数字

经济发展在宏观层面上会通过产业数字化和数字

产业化提升地区创新水平［１７］，在微观层面上会促进

创新水平高的企业技术溢出效应［１８］，强化企业的创

新追求进而提升社会整体创新水平，而社会创新水

平的提升将引致社会生产率提高［１９］，促进政府产出

规模优化． 同时，政府管理需要适应新经济业态，外
部压力将引致政府创新［２０］，数字经济发展导致的技

术溢出效应会推动政府内部对新技术的应用，创新

治理工具和制度，减少政府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
降低交易成本［２１］以及寻租、腐败成本［２２］，从而优化

政府投入结构． 数字经济通过提高城市创新水平对

政府投入端和产出端进行优化，从而实现政府效率

提升． 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４　 数字经济通过提升城市创新水平来提

高政府效率．
综上，本文基于上述理论阐释数字经济、政府

效率间影响机制，其传导路径如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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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数字经济影响政府效率的理论机制

２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２． １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本文以政府效率（Ｃｒ）作为被解释变量． 运用

ＤＥＡ 方法测度政府效率，其关键在于选择政府投入

产出指标． 本文参照祁毓等［３］ 在投入、产出指标中

的选取方法选择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公共管理

和社会组织人员数作为政府投入指标，从经济表

现、社会保障水平、一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水

平、医疗卫生水平和基本教育水平 ６ 个方面分别选

择地区实际 ＧＤＰ、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

数、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年末实有铺装道路面

积、医院卫生院床位数、义务教育在校学生人数作

为政府产出指标（见表 １）．
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参照

赵涛等［２３］的做法，利用电信业务收入（万元）、信息

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数、互联网宽带接

入用户数、移动电话用户数、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

数构建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变异系数法

对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年中国 ２８０ 个城市的数字经济指数

进行测度，以变异系数法测算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见表 １）．
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部分城

市统计公报，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自北京大学数字

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选取一组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ｌｎ ｐＧＤＰ），用

取对数后的城市人均 ＧＤＰ 表示；政府支出规模

（Ｅｐ），以政府财政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例衡量；人口密

度（ｌｎ Ｄｎ），以城市人口密度取对数表示；财政自给

率（Ｆｎ），用财政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度量；城镇

化率（Ｕｒ），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衡量．
同时，为检验数字经济与政府效率间影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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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本文选择人才聚集（Ｔａ）、资本聚集（Ｃａ）与创新

效应（ Ｉｎ）作为机制变量． 人才聚集测度参照文献

［２４］的做法，使用城镇就业人口占户籍人口总数比

例衡量． 资本聚集测度参照文献［１１］的做法，通过

实际利用外资额表征． 考虑使用研发费用、专利数

衡量地区创新可能存在较大误差，以及考虑城市规

模的影响，本文创新水平参照文献［２５］的做法，使
用城市单位面积创新创业指数测度．

表 １　 指标构建及其含义

指标 指标含义

被解释变量 政府效率

产出指标

地区实际 ＧＤＰ ／万元 经济表现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人 社会保障水平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年末实有铺装道路面积 ／万平方米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医院卫生院床位数 ／张 医疗卫生水平

义务教育在校学生人数 ／人
基本教育水平

（小学在校学生人数 ＋初中在校学生数）

投入指标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万元 财力投入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人员数 ／人 人力投入

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

电信业务收入 ／万元 互联网相关产出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 ／人 互联网相关从业人数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万户 互联网普及情况

移动电话用户数 ／万人 移动互联网用户数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数字金融普惠发展

２． ２　 模型设定

通过 ＤＥＡ 方法测度政府效率是 ０ ～ １ 之间的受

限被解释变量，使用一般的估计方法会带来较大偏

差［２６］，而 Ｔｏｂｉｔ 模型针对此类因变量受限模型的估

计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因此，为了保证估计的一致

性和可靠性，本文结合现有文献，采用 ＤＥＡ⁃Ｔｏｂｉｔ ２
阶段模型方法来研究数字经济与政府效率之间的

影响关系，另外考虑减少异方差影响，对数字经济

综合发展指数、人均 ＧＤＰ 和人口密度取对数，构建

模型如下：
Ｃｒｉｔ ＝ α ＋ βｌｎ Ｄｇｉｔ ＋ γｌｎ ｐＧＤＰ ｉｔ ＋ δＥｐｉｔ ＋ χｌｎ Ｄｎｉｔ ＋

λＦｎｉｔ ＋ μＵｒｉｔ ＋ ｕｉ ＋ εｉｔ， （１）
Ｖｒｉｔ ＝α１ ＋β１ｌｎＤｇｉｔ ＋γ１ｌｎ ｐＧＤＰ ｉｔ ＋ δ１Ｅｐｉｔ ＋ χ１ ｌｎ Ｄｎｉｔ ＋

λ１Ｆｎｉｔ ＋ μ１Ｕｒｉｔ ＋ ｕｉ ＋ εｉｔ， （２）
Ｓａｉｔ ＝ α２ ＋ β２ ｌｎ Ｄｇｉｔ ＋ γ２ ｌｎ ｐＧＤＰ ｉｔ ＋ δ２Ｅｐｉｔ ＋ χ２ ·

ｌｎ Ｄｎｉｔ ＋ λ２Ｆｎｉｔ ＋ μ２Ｕｒｉｔ ＋ ｕｉ ＋ εｉｔ， （３）
其中 ｉ 表示城市，ｔ 表示年份，式（１）中被解释变量为

政府效率（Ｃｒ）（政府效率 ＝ 政府纯技术效率 × 政府

规模效率），式（２）中被解释变量为政府纯技术效率

（Ｖｒ），式（３）中被解释变量为政府规模效率（Ｓａ），各
式中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的对

数（ｌｎ Ｄｇ），其他解释变量分别为人均 ＧＤＰ 的对数

（ｌｎ ｐＧＤＰ）、政府支出规模 （ Ｅｐ ）、人口密度的对数

（ｌｎ Ｄｎ）、财政自给率（Ｆｎ）、城镇化水平（Ｕｒ），β 为

核心解释变量系数，γ、δ、χ、λ 为其他解释变量的系

数，α 表示常数项，ｕ 表示个体效应标准差，ε 表示随

机扰动项．

３　 实证结果分析

３． １　 政府效率测度结果

政府效率是本文实证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测度

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所列为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年 ２８０ 个

城市政府效率均值和东、中、西部地区政府效率均

值情况．
首先，从受测城市政府效率总体分布来看，８ 年

间政府效率平均值在 ０． ７３５ 水平上下波动，总体水

平不高，各年份政府效率差异明显． 从政府效率动

态变化情况来看，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年，政府效率均值从

０． ６７８ 变化到 ０． ７５１，整体呈上升趋势． 分析不同地

区政府效率情况，８ 年间东部地区政府效率平均水

平最高，中部地区政府效率次之，西部地区政府效

率最低，仅东部地区政府效率均值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政府效率均值均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总体上看中国政府效率从东到西呈“阶
梯”式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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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政府效率分解值来看，地区间政府效

率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纯技术效率的差异．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年，２８０ 个城市政府纯技术效率均值为

０． ７７１，仅东部地区纯技术效率均值高于总体平均

值，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与总体平均水平间仍存在

较大差距，而且中部地区纯技术效率均值普遍高于

西部地区，与政府效率“东高西低”分布一致． 从总

体来看 ２８０ 个城市政府规模效率多数在 ０． ９５０ 以

上，２０１８ 年规模效率均值达到了 ０． ９８１，提升明显，
但较最优规模仍有优化空间． 通过对地区间规模效

率差异分析发现，中、西部地区规模效率均值高于

东部地区． 这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快，
政府要素投入规模扩张迅速，引致东部地区政府要

素投入和组织规模可能偏离最优规模． 因此，优化

政府投入是提高政府效率的重要途径．

表 ２　 城市政府效率值

变量 区域
年份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政府效率

２８０ 个城市 ０． ６７８ ０． ７３１ ０． ６９７ ０． ７５３ ０． ７６６ ０． ７７０ ０． ７３５ ０． ７５１

东部地区 ０． ７２５ ０． ７７０ ０． ７２９ ０． ７８３ ０． ８０６ ０． ８１６ ０． ７８６ ０． ７８９

中部地区 ０． ６６３ ０． ７１９ ０． ６６６ ０． ７５２ ０． ７６４ ０． ７６２ ０． ７２２ ０． ７４５

西部地区 ０． ６３７ ０． ６９８ ０． ６９４ ０． ７１７ ０． ７２１ ０． ７２５ ０． ６８８ ０． ７１０

纯技术效率

２８０ 个城市 ０． ７１３ ０． ７９０ ０． ７３４ ０． ７８７ ０． ８１２ ０． ７９８ ０． ７６７ ０． ７６７

东部地区 ０． ７７２ ０． ８５８ ０． ７８６ ０． ８３７ ０． ８７５ ０． ８４８ ０． ８２５ ０． ８１４

中部地区 ０． ６９０ ０． ７６２ ０． ６９５ ０． ７７９ ０． ７８０ ０． ７８９ ０． ７４２ ０． ７５７

西部地区 ０． ６６８ ０． ７３８ ０． ７１７ ０． ７３７ ０． ７４９ ０． ７４７ ０． ７２５ ０． ７２３

规模效率

２８０ 个城市 ０． ９５７ ０． ９３１ ０． ９５４ ０． ９６０ ０． ９４８ ０． ９６８ ０． ９６４ ０． ９８１

东部地区 ０． ９４８ ０． ９０３ ０． ９３５ ０． ９４０ ０． ９２６ ０． ９６５ ０． ９５８ ０． ９７３

中部地区 ０． ９６４ ０． ９４４ ０． ９６１ ０． ９６７ ０． ９５７ ０． ９６７ ０． ９７６ ０． ９８５

西部地区 ０． ９５９ ０． ９５１ ０． ９７０ ０． ９７５ ０． ９６５ ０． ９７２ ０． ９５８ ０． ９８５

　 　 注：表中数据为各年份均值． 参照一般标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广东、辽宁、山东、河北、海南等 １１ 个省市（由

于数据难获取，所以这里东部地区剔除了台湾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

湖北、湖南等 ８ 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等 １２ 个省区市．

３． ２　 数据描述性统计

表 ３ 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数字经

济是通过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得到数字经济综合发

展指数对数，数字经济∗是通过变异系数法测算数

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对数．

３． ３　 基准回归

表 ４ 是基于随机效应面板 Ｔｏｂｉｔ 模型的基准回

归结果，各模型的 ＬＲ 检验结果均在 １％ 水平下显

著，结合模型 ρ 值的结果表明模型拟合结果较好．
在表 ４ 模型Ⅰ中，在不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的情

况下数字经济回归系数在 １％ 水平上显著为正，这
说明数字经济在总体上促进了政府效率的提升． 根
据模型Ⅱ，在加入一系列其他解释变量后，数字经

济的回归系数仍然在 １％ 水平上显著为正，初步验

证了数字经济对政府效率产生了显著促进效应，假设

１ 得到验证．
模型Ⅲ和模型Ⅳ的结果反映的是数字经济与

政府效率分解值之间的估计结果． 从模型Ⅲ的结果

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回归系数在 １％ 水平上显著为

正，这表明数字经济与政府纯技术效率间是显著正

相关的，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政府纯技术效率

提高，假设 １（ａ）得到验证． 但根据模型Ⅳ的估计结

果，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在 １％ 的显著水平上为

－ ０． ０１４，这说明数字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

政府规模效率提升． 在外部因素给社会带来“红利”
的同时，风险也随之产生，而政府需要发挥“兜底”
作用［３］ ． 因此，一方面，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

时，政府对其带来的管理风险需要加大监管，带来

管理成本的上升，引起政府规模效率的下降；另一

方面，数字经济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投入支持，使得

政府的投入规模扩大，从而造成负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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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政府效率 ２ ２４０ ０． ７３５ ０． １６３ ０． ２７６ １． ０００

纯技术效率 ２ ２４０ ０． ７７１ ０． １７２ ０． ２７９ １． ０００

规模效率 ２ ２４０ ０． ９５８ ０． ０７ ０． ３５６ １． ０００

数字经济 ２ ２４０ ８． ５９５ ０． ９３８ ５． ８０１ １２． ８０３

数字经济∗ ２ ２４０ １０． ９０４ ０． ９５６ ７． ８１９ １４． ９５９

人均 ＧＤＰ 对数 ２ ２４０ １０． ６７４ ０． ５７４ ８． ７７３ １３． ０５６

政府支出规模 ２ ２４０ ０． １９６ ０． １０５ ０． ０１５ １． ５７５

人口密度对数 ２ ２４０ ５． ５４５ ０． ９７４ １． ６２８ ９． ６１８

财政自给率 ２ ２４０ ０． ４７５ ０． ２２４ ０． ０７２ １． ５４１

城镇化率 ２ ２４０ ０． ０８８ ０． ０５２ ０． ０１５ １． ０００

产业高级化 ２ ２４０ ０． ９２８ ０． ４９５ ０． １１４ ４． ３４７

科学技术支出占比 ２ ２４０ ０． １６２ ０． ０６６ ０． ００１ ０． ３５６

教育支出占比 ２ ２４０ ０． ０３５ ０． ０５７ ３． ０９ｅ － ０７ ０． ９６０

人才聚集 ２ ２３７ ０． １３５ ０． １２９ ０． ００３ １． ４７３

资本聚集 ２ １９３ ０． ０９７ ０． ２２４ ０． ０００ ３． ０８３

创新水平 ２ ２００ ３． ７２８ ０． ７７９ ０． ８７１ ４． ６０５

表 ４　 面板 Ｔｏｂｉｔ 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Ⅰ 模型Ⅱ 模型Ⅲ 模型Ⅳ

数字经济 ０． ０４１∗∗∗（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２∗∗∗（０． ００６） ０． ０３８∗∗∗（０． ００７） － ０． ０１４∗∗∗（０． ００３）

人均 ＧＤＰ 对数 ０． ０６０∗∗∗（０． ００９） ０． ０４３∗∗∗（０． ０１０） ０． ０３７∗∗∗（０． ００５）

政府支出规模 － ０． １２２∗∗∗（０． ０４２） － ０． １４０∗∗∗（０． ０４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２５）

人口密度对数 ０． ０２９∗∗∗（０． ００６） ０． ０３１∗∗∗（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５（０． ００３）

财政自给率 － ０． ０７４∗∗∗（０． ０２８） ０． ００５（０． ０３５） － ０． １０１∗∗∗（０． ０１６）

城镇化率 － ０． ０６１（０． ０７５） ０． ００８（０． １０８） － ０． ０５５（０． ０４６）

常数项 ０． ３９４∗∗∗（０． ０４９） － ０． １９１∗∗（０． ０９３） － ０． １４９（０． １０９） ０． ７１５∗∗∗（０． ０５３）

个体效应标准差 ０． １４６∗∗∗（０． ００７） ０． １３６∗∗∗（０． ００６） ０． １４８∗∗∗（０． ００７） ０． ０５２∗∗∗（０． ００３）

干扰项标准差 ０． ０８６∗∗∗（０． ００１） ０． ０８５∗∗∗（０． ００１） ０． ０９６∗∗∗（０． ００２） ０． ０５３∗∗∗（０． ００１）

ＬＲ 检验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ρ ０． ７４０ ０． ７１７ ０． ７０１ ０． ４９０

对数似然值 １ ５１４． ７９ １ ５５５． ２７ １ ０５４． ０１ ２ ２５０

样本数 ２ ２４０ ２ ２４０ ２ ２４０ ２ ２４０

　 　 注：∗表示 Ｐ ＜ ０． １０；∗∗表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０１． 括号内为标准误，ＬＲ 检验对应数值为 Ｐ 值． 下文同．

　 　 其他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１）人均 ＧＤＰ 系数

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示人均 ＧＤＰ 水平对政

府效率影响显著为正，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相呼

应，随人均 ＧＤＰ 的提高，公众不再限于满足基本需

要，而是追求更高层次需求． 公共部门同样如此，生
活水平改善，将会使得人民对政府效率产生更高诉

求，政府将在回应诉求中不断提高效率． ２）政府支

出规模对政府效率影响显著为负，结合模型Ⅲ中政

府支出规模对政府纯技术效率的负向关系，本文认

为虽然政府加大了财政支出，但总体产出并没有明

显提高，致使出现虽然政府各要素投入规模扩大，
但政府效率并没有同步提高的现象． ３）人口密度对

政府效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口密度较高的

城市，政府的投入将会产生规模效应，在更低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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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水平下也能得到较高的产出． ４）财政自给率与政

府效率间系数显著为负，这可能原因是：地方政府

财政自给率越高，“软预算约束”行为越少，从而政

府可支配资源、要素紧张，引起了在政府整体的投

入产出效率中的城镇化率回归系数并不显著．

３． ４　 稳健性、内生性检验

表 ５ 是稳健性与内生性结果检验．

表 ５　 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

变量

（ａ）

替换解

释变量

（ｂ）

增加控

制变量

（ｃ）

剔除省

会城市

（ｄ）

固定效

应 ＯＬＳ

（ｅ）

随机效

应 ＯＬＳ

（ｆ）

固定效

应 Ｔｏｂｉｔ

（ｇ）

滞后解

释变量

数字经济
０． ０１４∗∗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９）

数字经济∗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５）

数字经济（ － １）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６）

人均 ＧＤＰ 对数
０． ０６３∗∗∗ ０． ５６５∗∗∗ ０． ０５５∗∗∗ ０． ０５７∗∗∗ ０． ０５５∗∗∗ ０． ０６７∗∗∗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０）

政府支出规模
－ ０． １２０∗∗∗ － ０． １６３∗∗∗ － ０． １１１∗∗∗ － ０． ０４３ － ０． １１６∗∗∗ － ０． １１８ － ０． １７７∗∗∗

（０． ４１６） （０． ０４４） （０． ０４２） （０． ０７３） （０． ０８４） （０． １０６） （０． ０４２）

人口密度对数
０． ０３０∗∗∗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３０∗∗∗ ０． ００５ ０． ０５３∗∗∗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８）

财政自给率
－ ０． ０７１∗∗ － ０． ０５３∗ － ０． ０５９∗ － ０． ０９２∗ － ０． ０７３∗∗∗ － ０． ０９６ － ０． ０４３

（０． ０２８）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０） （０． ０４９） （０． ０３７） （０． ０５９） （０． ０２９）

城镇化率
－ ０． ０６２　 － ０． ０５９ － ０． ０６２ － ０． ０８８ － ０． ０５８ － ０． ２１６∗∗ － ０． ０７０

（０． ０７５） （０． １３３） （０． ０７５） （０． ０６１） （０． ０６１） （０． ０９３） （０． ０８２）

产业高级化
－ ０． ０６３∗∗∗

（０． ０１１）

科学技术支出占比
０． ３９７∗∗∗

（０． ０８１）

教育支出占比
０． ３０３∗∗∗

（０． ０８６）

常数项
－ ０． ２３１∗∗ － ０． １９３∗ － ０． １２０ － ０． ０２１ － ０． １４３∗ ０． １８６∗

（０． ０９５） （０． １１１） （０． ０９９） （０． １６２） （０． １１５） （０． １０４）

个体效应标准差
０． １３５∗∗∗ ０． １４０∗∗∗ ０． １３９∗∗∗ ０． １３７ ０． １１７ ０． １３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６）

干扰项标准差
０． ０８５∗∗∗ ０． ０８４∗∗∗ ０． ０５２∗∗∗ ０． ０８０ ０． ０８０ ０． ０８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ＬＲ 检验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ρ ０． ７１６ ０． ７３８ ０． ７２９ ０． ７４６ ０． ６８２ ０． ７３７

对数似然值 １ ５５４． ０１２ １ ５８５． １８６ １ ４２６． ４０６ １ ４１７． ４３９

样本数 ２ ２４０ ２ ２４０ ２ ０３２ ２ ２４０ ２ ２４０ ２ ２４０ １ ９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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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如

下处理：１）更换解释变量测度方法，即通过变异系

数法重新测度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并对数化处

理． ２）为防止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在现有

文献基础上添加产业高级化、科学技术支出占比和

教育支出占比作为控制变量． ３）剔除样本中省会城

市． ４）更换估计方法． 基于稳健标准误的个体固定

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及固定效应 Ｔｏｂｉｔ 模型［２７］

进行估计． 第（ａ） ～ （ ｆ）列回归结果显示：不论是替

换解释变量测度方法、增加控制变量、剔除省会城

市还是更换估计模型，数字经济对政府效率的正向

促进作用仍然显著．
考虑数字经济和政府效率之间可能存在双向

因果关系，数字经济成为一个内生变量，这使得估

计结果偏离合理范围． 在已有研究中对于面板数据

内生性问题，通常选择滞后期解释变量的方法，因
此将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对数滞后 １ 期用数字经

济（ － １）表示，作为解释变量代入模型进行估计，表
５ 第（ｇ）列结果显示其系数在 １０％ 显著性水平上为

正，与主回归基本一致．
为进一步缓解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参照文

献［２８］的工具变量构建方法，以在同一省份剔除某

一城市后其他城市数字经济均值取对数作为工具

变量． 一方面，同省份城市间发展水平和外部环境

具备一定相似性；另一方面，同省的其他城市数字

经济水平对该市政府效率的直接影响较小． 因此，
工具变量的选取较为符合相关性和外生性假设，进
而本文构建 ＩＶ⁃Ｔ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表 ６
所示． 数字经济回归系数在 １％显著性水平上为正，
与基准回归相同，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回归结果的稳

健性． 综合上述的结果说明本文结果具备一定稳

健性．

３． ５　 机制分析

前面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揭示了数字经济对政

府效率的促进作用，但就“数字经济发展对政府效

率优化具体通过何种机制实现？”这一问题的解答

仍不清晰． 因此，接下来将从人才聚集效应、资本聚

集效应和创新效应 ３ 方面检验数字经济与政府效率

间的影响机制．

表 ６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第 １ 阶段

ＩＶ⁃Ｔｏｂｉｔ 数字经济

第 ２ 阶段

ＩＶ⁃Ｔｏｂｉｔ 政府效率

工具变量 ０． １４６∗∗∗（０． ０２７）

数字经济 ０． １４５∗∗∗（０． ０４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常数项 ４． ６３８∗∗∗（０． ４９６） － ０． ３７９（０． ２８１）

Ｆ ｔｅｓｔ ２２７． ０４

Ｃ⁃Ｄ Ｗａｌｄ Ｆ ｔｅｓｔ ２８． ７０２
Ａ⁃Ｒ Ｗａｌｄ ｔｅｓｔ

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９． ３５０

Ａ⁃Ｒ Ｗａｌｄ

ｔｅｓｔ Ｐ⁃ｖａｌｕｅ
０． ００２

Ｎ ２ １７６ ２ １７６

３． ５． １　 人才聚集效应　 数字经济一方面会增加对

人才的需求，吸引人才地区聚集，另一方面将加大

社会对人力的投资，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从而

引致地方政府效率改善． 本文构建如下模型以检验

人才聚集效应的机制：
Ｔａｉｔ ＝ α３ ＋ β３ ｌｎＤｇｉｔ ＋ μ０Ｘ ｉｔ ＋ ｕｉ ＋ ｖｔ ＋ εｉｔ，

其中 ｌｎ Ｄｇ代表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的对数，Ｔａ为

人才聚集代理变量，该指标越高表示人才聚集效应

越强，Ｘ 包含基准回归所有控制变量，ｕ 代表个体固

定效应，ｖ 代表年份固定效应，ε 表示随机扰动项．
本模型采取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

果如表 ７ 所示． 表 ７ 的人才聚集所在列显示数字经

济与人才聚集在 １０％显著性水平上为正相关，这表

明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地区人才的聚集，从而改善

了地方政府效率，假设 ２ 得到验证．
３． ５． ２　 资本聚集效应　 数字经济对资本会产生一

种天然吸引，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将虹吸更

多资本流入形成资本聚集［２７］，而资本聚集会引致地

方政府效率提升． 本文构建如下模型以检验资本聚

集效应的机制：
Ｃａｉｔ ＝ α４ ＋ β４ ｌｎＤｇｉｔ ＋ μＸ ｉｔ ＋ ｕｉ ＋ ｖｔ ＋ εｉｔ，

其中 Ｃａ为资本聚集代理变量，以该变量衡量资本聚

集效应，该指标越大表示资本聚集程度越高． 表 ７ 的

资本聚集所在列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资

本聚集间系数在 ５％ 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这表明数

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城市的资本聚集，进一步提高了

城市政府效率水平，假设 ３ 得到验证．
３． ５． ３　 创新效应　 数字经济会通过改善创新水平

来提升政府效率． 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会促进地

区创新能力提高，从而提高社会生产率及政府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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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供给水平；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技术溢出效

应”会引致政府内部创新，降低政府治理成本，进而

改善政府效率． 本文构建如下模型以检验创新效应

机制：
Ｉｎｉｔ ＝ α５ ＋ β５ ｌｎＤｇｉｔ ＋ μ１Ｘ ｉｔ ＋ ｕｉ ＋ ｖｔ ＋ εｉｔ，

其中 Ｉｎ为创新效应代理变量，使用取对数后的单位

面积创新创业指数衡量，该指标越大表示地区创新

水平越高． 表 ７ 的创新所在列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与

创新创业指数在 ５％ 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这表明

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地区创新水平，假设 ４ 得

到验证．
表 ７　 机制分析

变量 人才聚集 资本聚集 创新

数字经济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９∗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常数项
－ ０． ４８２ － ０． ９３９∗∗∗ １． ７４４∗∗∗

（０． ３０６） （０． ２９８） （０． ４３３）

Ｒ２ ０． ２１２ ０． ４０６ ０． ４９５

样本数 ２ ２３７ ２ １９３ ２ ２００

３． ６　 异质性讨论

３． ６． １　 城市区域异质性　 考虑中国经济发展水平、
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地区差异，数字经济对城市政府

效率的促进效应可能存在区域异质性． 本文将 ２８０
个城市根据地理位置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 ３ 个子

样本，并对它们进行分组回归，分别考察数字经济

对不同区域城市政府效率的影响，表 ８ 的东部、中
部、西部所在列报告了分地区回归结果． 由表 ８ 可以

发现：数字经济的影响在东部地区上并不显著，在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上却较为显著，且在中部地区

上数字经济对政府效率的改善效应更明显． 这可能

的原因是：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政府效率提

升对数字经济的依赖较少，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较东部地区更低，数字经济对政府效率的

拉动作用更为明显．
３． ６． ２　 效率水平异质性　 数字经济在政府效率更

高的城市中拥有更好的发展环境，数字经济在政府

效率更低的城市中对政府效率的促进作用可能更

强． 考虑数字经济对政府效率高或低城市的促进效

应差异，本文按政府效率中位数将所有城市分为高

政府效率和低政府效率 ２ 类． 若城市政府效率超过

总样本中位数，则该城市政府效率定义为高政府效

率，否则为低政府效率． 表 ８ 的高政府效率和低政府

效率所在列结果显示：在高政府效率样本中，数字

经济回归系数为 ０． ０１７，其在 ５％ 水平上显著；在低

政府效率样本中，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为 ０． ００９，其
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 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数字

经济对政府效率的提振效应在政府效率更高的城

市中更为明显．
表 ８　 异质性分析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高政府效率 低政府效率

数字经济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５）

常数项
０． ３３９∗ － ０． ５２１∗∗∗ － ０． ２４５ ０． ０７０ － ０． ０６２

（０． １７７） （０． １８１） （０． １７４） （０． １０６） （０． ０８８）

个体效应标准差
０． １４５∗∗∗ ０． １２３∗∗∗ ０． １３８∗∗∗ ０． ０８５∗∗∗ ０． ０７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４）

干扰项标准差
０． ０８６∗∗∗ ０． ０７９∗∗∗ ０． ０８８∗∗∗ ０． ０７４∗∗∗ ０． ０５９∗∗∗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ＬＲ 检验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ρ ０． ７４１ ０． ７０９ ０． ７１２ ０． ５７１ ０． ５９３

对数似然值 ５１２． １６５ ６３５． ５１５ ４３９． ６８４ ７７４． ３５８ １ ３３２． ５２６

样本数 ８０８ ７７６ ６５６ １ １４３ １ ０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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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首先结合现有文献构建政府效率测度投

入产出指标体系，基于 ＤＥＡ⁃ＢＣＣ 模型重新测度中

国 ２８０ 个城市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年政府效率，并以此作为

被解释变量，分析了政府效率及其分解值总体水平

和东中西 ３ 大地区差异． 测算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

数，在此基础上，基于随机效应面板 Ｔｏｂｉｔ 模型对数

字经济与政府效率间关系进行系统研究，并通过更

换解释变量测度方法、滞后解释变量、更换估计方

式等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对数字经济发展影响政

府效率的异质性及机制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１）中国城市政府效率从静态来看仍处于效率

较低状态，但从动态发展情况来看，中国城市政府

效率整体不断提升，且不同区域存在较大差异． 在

总体上，中国城市政府效率呈从东到西依次降低的

分布格局． 从政府效率分解值来看，各城市政府纯

技术效率普遍不高，其分布同样呈“东高西低”格

局，规模效率值较高，接近最优规模．

２）数字经济发展对政府效率产生了显著促进

效应，从数字经济对政府效率分解值的影响来看，

显著促进了政府纯技术效率提升，但对政府规模效

率产生了负向影响． 通过地区异质性分析发现，数

字经济对政府效率的影响在东部地区上并不显著，

在中部地区上促进作用强于在西部地区上促进作

用；同时，数字经济对高政府效率城市提振效应更

为显著．

３）数字经济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地区人才就业

水平，吸引人才聚集从而提高政府效率；通过吸引

资本投入，促进资本聚集从而提高政府效率；通过

提高地区创新水平，促进政府革新进而改善政府

效率．

本文的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首先，处于

数字经济时代，政府应主动作为，积极回应社会诉

求，改善政府效率以提高政府内部与外部数字化环

境的匹配度；其次，中、西部地区应积极把握数字经

济时代机遇，以服务为抓手，在政府治理水平上迎

头赶上，缩小与东部地区政府效率的差异；最后，人

才聚集、资本聚集和创新已成为政府效率提升的重

要驱动，政府应加大人才培养，为资本的健康可持

续运行提供制度保障，同时应继续深化改革，加大

创新力度，向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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